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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与龚自珍《对策》，都以“法古而不泥古”为改革思路，重视人才选拔、培养和

任用的正确方法。但由于两人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不同，他们强调的改革重点也就不完全一样。王安石注重理

财，龚自珍则侧重“务本”、“河漕”和“西塞”等问题的论述。王安石和龚自珍敢于担当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勇于

破旧立新的改革智慧都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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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安石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他于 1059 年的《上仁宗皇帝书》是其改革的张本。
虽然这封万言书并未被宋仁宗所采纳，但在社会上
引起很大反响，为其日后（宋神宗在位时）主持全
面变法奠定了基础。龚自珍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
也是中国近代最初的一位诗人、思想家和哲学家。
他“少好读王介甫《上仁宗皇帝书》，受录凡九通，
慨然有经世之志”[1]633。1829 年，他在皇帝殿试策
问时，仿效王安石的上书，阐述了自己对于挽救社
会危机的主张（即《对策》一文），显示了其改革
的雄心。因此，将这两篇文论进行比较分析，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两人的变革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环
境，对于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也不无借鉴启发。 

一、“法古而不泥古”的改革思路 
王安石和龚自珍虽相距近八百年，但却面临了

一些共同或相似的时代课题，况且龚自珍的《对策》
又是效仿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而做，因而他
们有着“法古而不泥古”的相似改革思路。王安石
认为国家的危机“患在不知法度”。针对“朝廷法
令具严，无所不有”的现实，他进一步解释道：“方
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2]1。但“今之世，

去先王之世远”，且“所遇之势不一”，“欲一二修
先王之政”，实在不可行，只可“法其意”。也只有
这样才“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
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2]2。可见，王安石既主张法
古，为自己变法寻找依据，以减轻变法阻力；同时
又考虑到“势”的不同，而主张只遵循先王之政的
原则即可。龚自珍也认为：“人臣欲以其言裨于时，
先必以其学考于古”。他将历史时期分为“三端”，
即“三代以上”、“汉代以降”和“当世”。龚自珍
指出：“三代则诹经，汉以后则诹史，当世之务则
诹世”[1]114。并且，他还以方书和用药的比喻，来
阐明了法古而不必泥于古的道理[1]117。 

可以看出，两人既考虑到了改革过程中先哲权
威的模范和象征意义，注意利用他们作为历史的支
持资源来推动改革，同时又没有受先哲范本的束
缚，而主张加入“势”这一变量，从而为赋予改革
新的内容提供了可能。事实上，这种变法思维在中
国古代有相当的代表性，而这又和我们古人的思维
方式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人动辄言称尧舜，行从三
代，总是坚信先哲拥有无比的智慧和绝伦的美德。
这种思维方式某种程度上也许会有利于后人珍视
古人的“良法美意”，保持优秀传统，但今天看来，



22                      西 安 建 筑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第 34 卷 

 

它有可能导致对后人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压抑和束
缚。因为后人尽管可以据“势”而变，但总是必须
要在先哲的牙慧中寻找可供阐发的“意”之后，才
可能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张。这无疑为思维的自由活
动增添了障碍和藩篱，也就不利于突破性构想的出
现。并且，王安石“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
政”的断语和龚自珍“三端”的历史时期划分，虽
然纵横捭阖、语势大气，但也未免过于简单，没有
任何仔细的分析和推理，使人难以形成对思考对象
——“今之法度”和“三端”的理性把握，不知道
“今之法度”与“先王之政”的实质区别，也弄不
清“三代以上”、“汉代以降”和“当世”的差异到
底在哪里。只是一些或然性的断言，难以有说服力，
也不宜于针对性具体变革操作的实施。 

二、“必有道”的人才观 
王安石和龚自珍都极为重视人才对于改革成

败的关键作用。他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
论述了人才的培养和选用等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
王安石将人才不足作为改革的重要障碍：“陛下虽
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其事必不能者何也？以
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2]2。龚自珍也认为：“治
策又以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人材任之”[1]116，表明
了对人才问题的重视。同时两人都认为对人才应
“教之”、“任之”，必有其道。“教之”，必须添入
“兵刑”、“钱谷”等关于“天下国家之用”的知识
[1]116，反对“讲说章句”等不足以为国家的“无用
之学”。可见，王安石和龚自珍都抓住了当朝培养
人才多以“无用之学”，难以治国安邦的积弊，提
出了以“天下之用”“教之”的主张，很有见地。
至于“任之”则“必有道”，王安石认为：“夫人之
才，成于专而毁于杂”[2]6，因而“主张设官大抵皆
当久于其任……而后可以责其有为”[2]12。龚自珍
也看到“兵刑、钱谷又杂而投之一人之身”，只会
使他们“浮沉取容，求循资序而已”[1]116。不难看
出，王安石和龚自珍都发现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
一个诟病——“杂”。官员本来学的都是“无用之
学”，处理实际事务已经十分困难。又加之他们军
政、司法、民政等众务于一身，自然难堪重负，“浮
沉取容”在所难免。但是，王安石和龚自珍主张使
用“久于其任”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弊病，却难以实
现。众所周知，出于君主专制的需要，帝王们是决
不可能允许官员“久于其任”的。更多的情况是他

们挖空心思对官员进行频繁调动，以防止官员们形
成各自的势力，构成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七国之
乱”、“八王之乱”的教训，宋、清两朝统治者更是
铭记在心。因此，王安石和龚自珍“久于其任”的
方案只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王安石对待人才，还主张“取之有道”（“问以
行，问以言……试之以事……考其能者以告于上，
而以爵命、禄制予之而已”）；“养之有道”（“饶之
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2]5-6。很明显，王
安石已经突破了通过“讲说章句”等传统科考内容
进行人才选拔的机制。“问”、“试”、“考”等新的
考查内容，无一不是对科举中“无用之学”的冲击，
更无一不是对实干人才的呼唤。当然，缺乏配套制
度保障，这些设想的实施，难免只能寄希望于统治
者的“勤政爱民”。 王安石“养之有道”的构想也
颇为周全。虽然“饶之以财”式的高薪养廉未必可
行，但他至少看到了经济因素对官僚体制运行的重
要影响。至于“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在“人治”
的古代中国到底效用几何，虽然尚可讨论，但这已
经是封建时代防治腐败的最后“利器”了。王安石
在那个时代能够考虑的如此全面、深刻，实在不易，
其历史意义应该得到肯定。 

三、改革侧重点的差异 
由于王安石和龚自珍两人面临的社会状况、社

会问题有很多差异，因此两人论述的不同侧重点和
着力点也应引起注意。鉴于北宋中期严重的财政危
机，王安石综观前世“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
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大略后，指出危机
源于“治财无道”。因此，他主张“理财以其道，
而通天下之变”[2]8。王安石在这里把国家财政同社
会生产联系起来，以发展社会生产来充裕国家财
政，无疑就比单纯强调减缩财政开支的主张前进了
一步，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  

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的社会、阶级矛
盾日渐尖锐的时候。他通过总结汉唐历史经验，看
到务本则“绝游民，无街谈巷议”，而“今日者……
土或不植五谷……是宜深计也”[1]115。很明显，龚
自珍是针对游民滋生，街谈巷议威胁清朝统治而大
发感慨的。于是他把发展农业看作是稳定社会，缓
解社会矛盾的应急良方。他对游民问题危害性的重
视，无疑显示了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但他设想把“务
本”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不免有些过于理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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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务本”观念在龚自珍所处的时代已无任何
新意，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有重视农业的主张和措
施。更何况《对策》中也没有任何具体实行措施。
实际上，即使他提出了什么措施，也决难行得通。
我们知道，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存在的情况下，
土地兼并在所难免，这就注定了一部分农民要被夺
去土地，沦为流民。所以“务本”主张不但乏善可
陈，而且也难救时弊。另外，龚自珍还看到“东南
大政二：曰河、曰漕”。鉴于以往经验，龚自珍认
为“改海口”、“改小粮艘”之说“似乎可行”[1]116。
而针对西塞“情形与古大不同”，提出“不必泥于
经、史”[1]117，但具体可操作的措施是什么，龚自
珍《对策》里没有表述（但在他的《西域置行省论》
和《御试安边绥远疏》有专论）。 

危机四伏的时代，改革必然成为急务，力主进
行变革的王安石和龚自珍“幸运地”被历史所眷顾。
王安石和龚自珍针砭时弊的主张，应时而发，奏响
了时代的强音。龚自珍《对策》效仿王安石《上仁
宗皇帝书》，也大体阐明了他的改革设想，并针对
现实，增添了如“河”、“漕”、“西塞”等富有时代
性的内容。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短短两千余
字的《对策》无论从总体构架上，还是从阐述内容
的详实和深刻程度上都不及王安石的万言《上仁宗
皇帝书》，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更是逊色不少。 

四、改革思想的现代启示 
王安石和龚自珍敢于担当的忧患意识和破旧

立新的改革思想都是中华民族宝贵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刻激励着后人在民族复
兴的伟大征程中奋勇前进。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全
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重任，需要认真汲取王安石和龚
自珍这两位伟大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改革智慧。要深
入研究我国的内外环境和基本国情，清醒认知我国
社会主义的现状，在高度评价伟大成就的同时，能
够居安思危，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勇于正视当前的
改革难题和严峻挑战，充分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对于
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
性；要善于挖掘当前改革难题和严峻挑战的历史渊
源，重视借鉴吸收国内外相关改革方案的历史智慧
和思想营养，密切注意时代条件和时代特点的发展
变化，不断推陈出新，创造性地攻克改革难题；要
特别重视人才因素对于改革成败的关键作用，改进
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工作，开展以教学内容丰
富创新为重要着力点的教育改革，突出人才选拔、
任用机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切实改善生活待遇，
加强道德和法律两方面的约束和要求；要不断夯实
农业的基础地位，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妥善处理与
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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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Wang Anshi’s The Statement Submitted Emperor Renzong and Gong Zizhen’s The Answers to 
Politics adopt the reform thinking of following the examples of ancients instead of rigidly adhering to them, and 
stress on the proper selection, training and appointment of talents. Given the different social issues they were 
faced with,, their reform emphasis varied greatly. Wang An-shih paid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e, while 
Gong Zi-zhen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agriculture, the water course management, and the western border 
governance. Both of them took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nationality sense of hardship and the reform thinking to 
demolish and establish courageously, which is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reasures of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and 
provides reference to deepen Chinese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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